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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企业作为污染物排放的主体，是绿色发展中环境

治理的关键环节，剖析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现有文献主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角度探讨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也有部分文献着重分析了机

构投资者在企业环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以期为完善企业环境治理提供经

验证据，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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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ressed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is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body of pollutant emission, enter-
prises are the key link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green 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influen-
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realiz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boos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is-
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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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Some literatures also focus on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
tors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comb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we hope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 policy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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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2035 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的奋斗目标，在此背

景下，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在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企业环境治理是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要主动承担环境治理主体责

任。 
以往关于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角度展开。正式制度主

要探讨了正式的环保制度及法律法规、监管力度、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以及机构投资者等方面，而非正

式制度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了传统文化、社会及媒体监督、非正式关系等因素。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某一个

因素或某一类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忽略了这些因素间的互相影响，以及协同效应对企业环境治

理的影响。 

2. 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主要研究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对企业

环境治理的监管和要求[1]。国家相关制度、政府能力及监管水平会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进而影响企业

环境治理。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学者们对主要从以下方面探讨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第一，正式的环保制度及法律法规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在明确具体的正式监管制度下，企业会积极加强环境治理。可见，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2]-[7]。正式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6] [8]，强制的环境信息披露

制度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环境司法专门化有效地促进该地区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环

保制度及法规有利于企业投资清洁环保技术[9]、加强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10]，从而促进企业提升企业

环保绩效。Li 等(2016) [11]发现环境合法性促进企业碳信息披露，丰富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良

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环境法规及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从而对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正式制度不利于企业环境

治理[12] [13]，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解释强度不够。 
第二，监管力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环保立法在环保执法力度严格的地区对环境的改善效果明显[14]，中央政府的环保监察措施显著降低

了企业污染物的排放。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意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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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季晓佳等(2019) [15]研究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政府监管不相关。 
第三，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政策工具有排污收费、环保补助、排污权交易等。排污收费和环保补助

作为主要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可以结合使用以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而达到环境治理的

作用。排污收费显著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实施有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16]，
这些对企业环境治理有益。企业获取环保补助后，要结合政府的意愿加强环保投资，从而承担更多的环

境保护责任[17]，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环保补助减弱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企业加强环境治理。 

3. 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相对于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约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了传统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政治关联、校友关系、老乡关系等。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鉴于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的约束力更强，主要是由于其延续性[1]。可

见，研究非正式制度[18] [19] [20]对微观个体和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企业行为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传统文化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为正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鬼神文化三大部分[21]。传统文化有助于企业环境信息

的披露，强化了制度环境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作用[21]，促进了企业的低碳转型）。企业所在地区的儒

家文化强度越高，企业的环保力度越强[19]。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影响消费者的环保行为选择[22]。宗教信

仰影响企业行为选择[23]，促进了企业社会环境责任的履行[24]。 
第二，社会及媒体监督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社会公众监督和道德规范有利于企业环境治理。高管的道德感义务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5]。

经理人压力和投资者压力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媒体与其他压力群体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

会促使企业积极应对环境问题、加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26]、加大环保透露资力度[27]媒体监督作

为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作用在不断的加强。 
第三，非正式关系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非正式关系包括政治关联、家乡认同、校友关系等，有利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25]，高管对企

业所在地的认同感越强，对企业环境标准要求越高，环保意愿更强[28]，从而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政治关

联正向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29]。党组织嵌入到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能显著的提高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水平[30]。 

4. 其他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有利于企业加强环

境治理。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机构投资者凭借其特有的资源优势，一方面确保对企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便及时发现企业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其及时改正

[31]；另一方面，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32]。可见，机构投资者对于企

业加强企业环境治理至关重要。 
已有研究文献在探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时，考虑到不同的机构投资者由于其自

身性质[33]和参与公司治理意愿的差异[32]，认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治理存在促进效应、亦存在抑制

效应。单独研究某一类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文献较少，一般是先按照一定标准将机构投资者

进行分类，再分类进行研究。相对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更能促进企业信息的披露[34]。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作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保险、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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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和券商作为压力敏感的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32]。长期机构投资者相较于短期机构

投资者而言，更倾向于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积极参与公司治理[35] [36]，更关注公司长期发展，从而致力

于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37]。保险类机构投资者秉承长期投资的理念，对企业环境治理有利。鉴于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类投资者的社会属性，更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追求环境

保护方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保险类机构投资者表现的更为积极。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机构投资者加强企业环境治理的行为决策受其偏好、文化、认知、能力等多方

面的影响。家乡认同作为一种地域偏好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所在地的认同感越强，对企业环境标

准要求越高，环保意愿更强[38]，从而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有利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儒家文化作

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植根于人的思想中，对行为的影响更深刻[39]，对企业决策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指导

意义，尤其是对企业环境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涉及伦理道德一类的企业决策[19]。 

4.1. 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治理 

近年来，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基金、银行、保险、信托及券商等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发展迅速，

成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32] [33]。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内容之一，约束管理层，监督大股东

[32]，制约控制型董事会[32] [33]，减少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40]，并致力于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

称程度[41]，从而使得企业的环境问题更容易被关注，促使企业积极应对环境治理。 
从机构投资者特点出发，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拥有充分的信息资源优势、专业的分析团

队、丰富的管理经验等自身核心资源，使得它们能有效的收集、筛选、甄别和处理信息[42]。这些核心资

源，一方面确保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便及时发现企业环境治理

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其及时改正[31]；另一方面，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32]。
可见，机构投资者能有效促使企业加强企业环境治理。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用脚投票”的交易成本越高、效率越低。作为中

小股东的代表，机构投资者会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积极主动参与公司治理[43]，以更好履行受托责

任，并督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32]。机构投资者的使命感使其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长期财务绩效，

而企业环境绩效的下降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所以，机构投资者会更多关注企业的环境问题[37]，从而有

助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 
此外，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时更倾向于环境信息披露较好的企业[37]。机构投资者参与企业

环境治理，不仅督促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自身也受益匪浅，可见，机构投资者于企业环境治理而言

有利。 

4.2. 机构投资者地域属性与企业环境治理 

就机构投资者异质性而言，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资金规模、交易模式、信息处理能力和管理方

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导致投资偏好[44]和治理效应[36]的差异。地域属性优势使得当地机构投资者更

接近环境治理区域，加强该区域企业环境治理，对于改善当地机构投资者的生态环境有利，所以相对于

外地机构投资者，当地机构投资者致力于企业环境治理的意愿更强烈。基于信息优势理论，地域属性不

仅影响着信息获取的成本[45]，也影响着获取信息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具有地理位置优势的本地机构投

资者更方便与本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获取更多非正式非公开的信息[45]，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

度，强化对管理层行为选择的监督[46]，比外地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36]，从而在企业

环境治理方面更具有话语权。 
从决策有用性动机出发，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本土偏好(home bias)”[45]、“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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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性偏好”等，均影响着机构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当地机构投资者积极投身于企业环境治理，能为其带

来更大的形象价值，提升其在本地的声誉，这些都促使当地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加强企业环境治理。有

限注意理论也提出，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企业的注意力和资本有限，机构投资者的资本配置也是其注意

力和资本再分配的过程，基于以上分析，他们更有意愿参与到本地企业的公司治理中，进而将更多的资

源配置到本地企业，从而加大本地企业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可见，与外地机构投资者相比，当地机构

投资者对企业环境治理更有利。 

4.3. 儒家文化对在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的效应 

作为在中国传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47] [48]。儒家文化以孔孟为代表，以“仁”为核心思想，其中所蕴含的“德治”主义主张以道德感化和

影响人的行为，提倡以较高的道德标准约束自我。儒家文化促进了社会公众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形成

了较强的社会舆论，进而对他人行为进行约束[49]。可见，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潜移默化的影

响着人的思想以及行为选择[47] [48]，对企业决策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企业环境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涉及伦理道德一类的企业决策[19]。已有研究表明，儒家文化不仅促使企业约束自身

行为，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50]。 
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仁爱万物”等经典学说描述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

关系，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19]，鼓励企业加强环境治理。儒家文化的“信”、“义”引导人

们多行善事，并告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可见，儒家文化的熏陶对企业环境治理有利。在儒

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企业在环境治理行为选择中受到儒家文化熏陶，以较高道德标准约束自己，增

加企业环保投资，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促进企业积极主动地加强环境治理。 

5. 结论 

综上所述，从正式制度角度解析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也较为成熟；非正式制度影响

企业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传统文化、媒体报道、社会监督、道德规范及非正式关系等对企业环境

治理的影响。此外，还有较多学者探讨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地域属性在机构投资者

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的调节效应。在研究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除了地域属性以外，非正式

制度因素不应该被忽略。由此，在后续的研究中，试图从儒家文化和家乡认同这两个视角，分析非正式

制度在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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